
 

缔造引领型融合治理：

脱贫攻坚的治理创新

符     平

摘    要    脱贫攻坚显著提升了中国的贫困治理效能，但这种贫困治理模式在治理理论谱系中的理论地位及

意义尚不明确。相对于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当前盛行于西方社会的新治理理论，引领型融合治理作为融合

治理的一种新形态，基于非西方的新型治理实践，以一种新的新治理理论范畴弥补了治理理论的逻辑缺失。

脱贫攻坚在贫困治理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在于缔造了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即一种以单中心治理权力和多治

理主体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引领型融合治理融合了以往诸多治理模式中的若干有用元

素，充分发挥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各自优势和潜力，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也扩展了国家的政治和制

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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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在某些专项

治理领域、重大灾难和突发公共性危机治理等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资源配置、运行机制

和治理机制等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反思调整，业已初步适配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取得显著的治理

效能。脱贫攻坚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当下，贫困治理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迫切需要学界进行系统的理

论省思，上升为具有一定学理性的理论。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有必要从贡献方案到贡献理论，即基于丰富

的治理实践和鲜活经验对更一般的治理理论作出贡献。

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层反复强调了这一思想①，并根据贫困

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情景的变化，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

家通过脱贫攻坚实施了针对绝对贫困的专项治理行动，以精准扶贫新方略与片区开发新举措相融合的方式

推进贫困治理，加速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农村扶贫开发取得瞩目成就。脱贫攻坚的八年间，党中央把脱

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将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①比如，邓小平曾经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 页）；习近平强调，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习近平：《习近平论扶贫工作−十八大以来重要

论述摘编》，《党建》201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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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脱贫攻坚凸显的治理效能集中体现了国家制度和

治理体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治理上的这些制度优势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集中性、协调

性、连续性和高效性等方面。②不过，虽然国家治理体系一直具有若干制度优势，但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够

取得远高于以往任何时期的贫困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国家通过脱贫攻坚的多重动员机制再造了贫困的治理

体系和治理模式。③

面对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治理效能，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

种贫困治理模式究竟在理论上意味着一种具备何种特征和运作逻辑的治理理论，从而借此能让国家治理体

系所蕴含的制度优势在提升贫困治理效能上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在国家层面，制度优势、经济成就等前

置性要素要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依赖能从根本上激发国家治理体系活力和潜力的治理模式创新。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发展式扶贫政策，致力于带动贫困人口实现共同致富，不仅提供了普遍的人民福利，

而且拓展了福利分配的内涵。④由此形成的贫困治理体系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社会保障式扶贫模式，也不

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碎片化或局部性的扶贫模式。但贫困治理的脱贫攻坚模式在理论上究竟属于一种怎

样的治理理论范畴？与既有的治理理论是何种关系？在实践中又有着怎样的具体展现？学界对上述问题的

探讨仍然比较缺乏，对此本文试图回到治理理论谱系中提出脱贫攻坚作为一种引领型融合治理的理论观

点，最后以一个扶贫产业为案例说明引领型融合治理理论的应用意义。 

二、回到治理本身：治理理论的视角转换

脱贫攻坚是一个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助力贫困人口脱贫的过程。在实践中，通过广泛动员社

会力量，建设社会扶贫网，动员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形成了脱贫攻坚合力。⑤这使脱贫攻坚期

间的贫困治理在实际运作和表现形态上体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特点：一是贫困治理的主体包括各级党

委和政府、市场组织、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二是在行动机制上呈现出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模

式，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多主体共同致力于治理目标的实现；三是贫困治理的举

措和路径注重需求导向，采取多样化的手段和策略，在帮助贫困户建立起稳固且可持续的生计系统的过程

中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然而，其不同于既有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的鲜明特色及意义体

现在哪些方面？这仍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而对此的回应需要我们回到治理及治理理论本身。

治理的原初含义主要指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⑥，关乎的是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

用，是以国家为中心且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之中得到界定的。基于此产生的科层治理（或科层制）即

是经典的治理理论视角。⑦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是国家自上而下、遵循一套特定规则与程序的治理机制，

其特点是依托高度结构化、理性化、非人格化和有着明确权威等级的科层体系。⑧自上而下的权责体系更

是科层制实现组织动员和政策执行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然而，现实中的科层

治理由于非但无法实现彻底的“理性”，还经常表现出包括僵化、刚性和低效等各种治理缺陷，导致政府

很难与市场和其他社会主体进行合作⑨，从而备受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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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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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Donnald F. Kett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0.

⑧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 III：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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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以降，对“自律市场”的推崇助推了市场社会的兴起，产生了基于“自由市场观”的治理观念

和实践。尽管自律市场、市场社会的创造和再生产也需国家扮演更积极的干预角色①，但与科层治理相抵

牾的市场治理学说仍一度甚嚣尘上。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发达国家盛行。作为一

种亲市场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不仅将市场视作一种有效率的极佳的经济机制，还认为其是解决社会问

题的最佳方式。美国时任总统里根对此学说极为推崇。他大力主张政府去管制化以释放市场的魔力，认为

 “对于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社会中的我们来说，增长、繁荣和最终的人类成就，是自下而上而不是由政府

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②在政界和学界的共同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治理理念极大地塑造了西方主

要发达国家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治理模式，基于这样的理念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成为

该时期的显著特色。

就理论本身而言，无论是科层治理还是市场治理，本质上都是以一元治理为逻辑起点，并预设了政府

与市场的对立冲突和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使涉及两者的互动，也强调“谁主谁次”和“谁强谁弱”的区

分。造成这种情形的关键在于两者治理权力的生成逻辑截然不同，前者来自非对称的科层权力和指令行

为，后者来自对称性的交易逻辑和契约行为。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世界范围内诸多领域的治理实践反映出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依赖增强的趋

势③，并萌发出多种新兴治理模式。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治理领域，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话语权逐

渐增强，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层出不穷的治理实践推动了治理理论视角的反思和发展。治理理论不

断被赋予新的含义，合作治理、协同治理、互动治理、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新概念提出后不仅在学术研

究中得到广泛运用④，甚至应用于指导实践。我们将以上不同概念统称为新治理理论。新治理理论的视角

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新治理理论旨在回应过去的政府失灵和新出现的市场失灵（包括公司治理危机）⑤，而

将治理视为一种危机反应或者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没有变化；其次，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与分散性，突

出治理的去中心化和去管制化，认为包括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角色

与国家同等甚至更加重要；再次，在治理结构上，主张从以国家或政府为中心的治理转向国家、市场和社

会关系的组合重构⑥，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性混合（institutional mix）构成了近 20 多年来新治理理论视角

的显著特点。⑦最后，新的治理视角都突出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既不同于强调行动者依附性特征的

科层视角，也有别于从原子化的独立行动者假定出发的市场视角。以上变化意味着治理理论视角的重要转换。

从科学社会学视角来说，导致理论范式更迭的重要因素是旧范式在理解真相、解释现象上的局促。治

理理论的视角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旧有的治理学说无力回应从地方治理到全球治理的新趋向，面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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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Governance: New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 London: Sage, 1994），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和协作。而持激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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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践的新经验捉襟见肘。尽管新治理理论回应了经济社会变迁，但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其一，

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优先”“立场优先”色彩，侧重于理论演绎、应然论证政府放权和让渡的必要性和

合法性，片面强调对其他主体的赋权，缺乏依据地假定只要政府放权，治理绩效就会自动提升，国家涉入

经济社会治理只会降低治理绩效。①这实际上也选择性地忽视了新治理理论中由于治理权力弥散而导致治

理过程中的磋商、谈判、协调等可能会损耗治理效能的因素；其二，稀释了科层治理理论中治理权力的集

中度，但对治理权力的分配和形成机制也语焉不详，并在理论上刻意回避了保持多主体合作和治理权力集

中的可能性问题，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在非西方社会出现的这种治理实践及其治理效能熟视无睹；其

三，虽然从规范性理论角度强调了多主体合作和参与治理的重要性②，但也因过度专注新治理结构的合法

性论证而忽视了作为前提条件的新治理结构如何形成这一关键问题，对治理结果缺乏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

因果解释，对连接新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果的中微观机制甚少进行系统分析。基于此，立足治理的实践经

验，充分揭示特定治理模式得以生成的中微观过程及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三、作为一种新治理理论的引领型融合治理

治理主体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基础。从治理结构上来看，新治理理论都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在治理

中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任何单独的治理主体“拥有解决复杂问题所需的所有知识和信息”。③

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和有效互动的“融合治理”概念呼之欲出。我们可以将新治理

理论中诸如合作治理、协同治理、互动治理、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治理模式统称为融合治理，以区别

于传统的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融合治理作为新治理理论的抽象概念，并不是一些学者所称的不同治理模

式的排列组合或制度性混合④，而是产生了若干新的治理结构和新的治理机制，主要体现为原属于以往特

定治理模式中的独特元素之间有着彼此交融的复杂关系。虽然治理模式中存在的多元主体并不一定构成融

合治理，但融合治理一定存在多元治理主体。

科层治理面对的通常是常规性的公共治理和公共品供给问题，市场治理面对的主要是经济领域社会需

求和供给满足的规则秩序问题，强调去中心化的融合治理则主要面向复杂度高的综合性重大问题。在治理

诸如绝对贫困、环境污染、瘟疫灾难等复杂度高的重大问题时，单纯的科层治理、市场治理以及去中心化

的治理模式往往都收效甚微。换言之，面对特别复杂且牵涉面广的国计民生问题，影响范围大且持续时间

长的自然−社会关系问题，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往往体现出国家主导和组织、多元主体参与和协同的特

征。对于复杂的重大治理问题，在治理过程中突出政党权力、政府权力等组织权力的指引统筹，通过科层

治理对治理行动组织化的精细制度安排与多元主体协作行为的充分结合来实现难度极大的治理目标，具备

这种特征的治理模式可以称之为引领型融合治理。引领型融合治理概念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新治

理理论视角的再转换。

基于治理权力集中度和多主体合作度的维度来勾勒当前各种治理理论在理论谱系中的地位和关系，我

们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的治理理论谱系图。可见，在右上象限也存在一种作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的治

理模式，且其尚未被当前的治理理论覆盖到。而无论是理论逻辑的演绎还是对治理实践的现实考量，似乎

都不应漠视处于右上象限的引领型融合治理的存在。近二十年来，西方学界由于在价值理念层面片面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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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项基于 35 个国家 1970 至 1990 年间核心经济部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国家科层体制的“韦伯式”特征被证明显著提高了发展中

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经济治理中科层制组织的重要意义。参见 Peter Evans and James E. Rauch, “Bureaucracy and
Growth: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 Weberian’  State  Stru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4,  no.
5, 1999, pp. 748-765。

②有学者深刻指出：“过去二三十年主流治理研究基本上是宣扬一种规范性主张，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没有什么扎实的实证性根基”（王

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2018 年第 2 期）。

③Newman Janet, Modernizing Governance: New Labor, Policy and Society, p. 15.

④Robyn Keast, Myrna Mandell and Kerry Brown, “Mixing State, Market and Network Governance Mod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Crowded’ Policy
Domai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Behavior, vol. 9, no. 1, 2006, pp.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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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权力的分割分享，倡导国家的退场并过度宣扬国家缺席背景下市场和社会在治理中的作用，实际上也

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引领型融合治理在现实和理论中的意义。

 
 

多主体合作度

治
理
权
力
集
中
度

科层
治理

市场
治理 网络

治理

互动
治理

+

合作/协
作治理

引领型
融合治理

−

+

融
合
治
理

图 1    治理理论的谱系与引领型融合治理的理论位置
 

引领型融合治理相对集中了治理权力，同时也保证了多主体合作度，这使其明显有别于传统的经典治

理模式和新治理理论的治理模式。既有的新治理理论在治理结构上强调多中心或去中心、去规制化和去国

家化，在治理机制上强调多主体对治理权力的分享和制衡机制。而引领型融合治理则突出了治理模式的多

元一体，既凸显治理权力的集中，也强调由多元治理主体构成的新型治理结构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引领型融合治理既是一种新的治理结构，也是一种新的治理机制。引领型融合治理既不同于科层治理

所强调的完全的国家主导模式，也区别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场治理模式和新治理理论去中心化的融合

治理模式，而是期望通过“第三条道路”来解决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所面临的重大复杂问题。可以说，其

是对国家−市场、国家−社会、市场−社会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否弃。

在宏观层面，在引领型融合治理中充当引领角色的主体是国家。而作为引领者和治理主体的国家是以

政府为核心，但不限于政府的国家权力体系。①即便在西方主流新治理理论突出去国家化的背景下，也已

有少数学者呼吁并充分说明了新治理理论中“国家回归”的学术正当性和理论发展的必要性。②引领型融

合治理则旨在将国家带回新治理理论，更具体地说，突出国家组织权力的运用及其与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互

动，强调通过国家以创新方式动员多元主体共同解决问题、创造新秩序。在经验研究中需要考察国家或其

代理者政府如何在引领型融合治理中扮演引领者的角色，特别是为了有效的治理运用了怎样的制度及何种

策略来撬动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在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为代表

的组织权力围绕治理目标和治理对象起到整合机制的作用，既塑造了科层内部的层级关系和政府行为，同

时也引导市场契约关系和经济行为、引领社会互助关系和合作行为。无疑，这鲜明地体现出其是一种典型

的引领型融合治理。

引领型融合治理提供了一种非西方的治理实践和治理理论视角。事实上，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治理

实践溢出了西方传统治理理论和既有新治理理论的范式，本身也为发展和革新治理理论提供了难得的启

示。脱贫攻坚作为引领型融合治理的典型案例，因其突出的治理效能而彰显出这种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在特定目标的牵引下，脱贫攻坚通过组织动员的权力运作促使多元主体超越各自的原初职能或

属性达成功能上的再组合，通过制度化策略保障其独特的治理模式在运作中以治理目标为导向打破条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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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13 页。

②参 见 Giliberto  Capano,  Michael  Howlett  and  M.  Ramesh, “ Bringing  Governments  Back  in:  Governance  and  Governing  in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17, no. 4, 2015, pp. 311-321; Louis Meuleman,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Metagovernance  of  Hierarchies,  Network  and  Markets:  The  Feasibility  of  Designing  and  Managing  Governance  Style  Combinations,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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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部门界限，促成治理主体的结构性整合向功能性整合转变，从而为治理效能的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础。①

从世界范围来看，1990 年至 2015 年间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数量下降约 10.64 亿②，其中中国对全

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 70%。③脱贫攻坚期间，中央和地方在贫困治理领域的指导思想、组织机构、体制机

制、政策举措、制度安排、工作方式等要素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缔造的引领型

融合治理模式为激活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并将之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机制。应该

说，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构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治理效能的基础。 

四、引领型融合治理的运作：D 县扶贫产业案例

产业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引入市场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的重大举措。中央明确提出，要强化到村到

户到人精准帮扶举措，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引导各地发展长期稳定脱贫产业项目。④农业农村部也联合九

部门要求，到 2020 年，每个贫困县通过发展生产形成 2 至 3 个特色鲜明、带贫面广、有竞争力的扶贫主

导产业。⑤从基层实践来看，脱贫攻坚期间的扶贫举措多数也与产业扶贫有关联。据统计，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中 90% 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生产经营性收入占比上升，转移性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⑥当然，不同地区在产业扶贫的方向、路径、模式、水平和效益上呈现出差异，

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的产业扶贫存在“扶富不扶穷”“带富不带贫”“助企不

助农”现象，以扶贫为目的的产业发展与解决贫困人口就业的结合不够；有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的力度

大，但贫困户的受益度和参与度并不高。

尽管如此，基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反租倒包、股权量化、

入社分红、订单农业、庭院经济等产业扶贫的创新探索亦不容忽视。可以说，各地的产业扶贫原创性创

新与模仿性创新、效益显著与效益甚微并存。在基层社会，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创新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两股力量的共同驱动，既有来自顶层设计的方向指引，也有地方基于自身区域条件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的自主探索实践。处于西南的某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 D 县）的“贷牛还牛”产业发展模式便在贫困治理

的制度设计上有较大创新，属于引领型融合治理的典型案例，也充分展现了由体制机制创新带来的治理

红利。 

 （一）D 县“贷牛还牛”扶贫产业的案例
D 县位于广西中部偏西、河池市南部，下辖 19 个乡镇 253 个行政村（社区）7201 个村民小组，总面

积 4095 平方公里，总人口 72.6 万人。D 县属老、少、山、穷、特的石漠化地区，有壮、汉、瑶、苗、仫

佬、毛南等 12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96.34%，其中瑶族人口占 23%；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 89%，人均

耕地不足 0.7 亩，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该县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国深度贫困县、广西极

度贫困县，“十三五”时期需脱贫摘帽 147 个贫困村 13.84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 4.68 万人，是广西贫困人

口和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脱贫任务最重的县。2020 年 11 月，D 县退出

贫困县序列，属全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之一。

脱贫攻坚期间，D 县创造性地谋划了“贷牛还牛”的产业发展模式。“贷牛还牛”在当地是一种通过

扶贫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农民脱贫的制度，本质上是引领型融合治理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典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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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平、卢飞：《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脱贫攻坚的组织动员》，《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参见联合国官网：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mdg-report-2015.html。

③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

④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6 号）

⑤参见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实施产业扶贫三年攻坚行动意见的通知》（农规发〔2018〕6 号）。

⑥参见农业农村部：832 个贫困县中 90% 以上得到产业和就业扶贫支持，http://sannong.cctv.com/2020/04/28/ARTIiOQvqDccYNNQ9Lao1O3q2004
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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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模式。因此，这种模式并非只是针对特定的牛产业，事实上当地的羊产业也在相同模式下获得快速的高

质量发展。按照当地的说法，“贷牛还牛”的要义是“小牛（羊）贷出去、大牛（羊）还回来”。“贷牛

还牛”模式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导，其具体过程是，贫困户与政府、企业签订三方协议，每户贫困户可从

企业“贷”得 1 头牛犊或 10 只羊羔，养殖 10 至 12 个月出栏后将牛（羊）“还”给企业，企业扣除成本

后收益归贫困户。牛羊达到出栏标准后，由企业按市场价回购。如市场价牛低于 10 元/斤（羊低于 15 元/斤），

企业按保底牛 10 元/斤（羊 15 元/斤）收购，政府财政再提供差价补贴。贫困户“还”完大牛（羊）后，

可再从企业“贷”新的牛犊或羊羔继续养殖。

农户“贷”的牛犊或羊羔，虽然地方政府的说法是“免费”，其实是来自国家政策的有效利用产生的

 “资本增值”。根据国家政策，每个贫困户可以享受 5 万元的小额信贷，但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对小额信贷

的利用率非常低。于是，这个信贷机会在当地政府的居间下转让给企业管理，创设了“户贷企管、户企共

营、户企共享、户贷户还”的模式，即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灵活采取合

作、参与、抱团等方式与贫困户建立互利的稳定利益联结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农户可以从拥有农户信贷

资金支配权的企业那里获得一头“免费”牛犊来饲养，并通过家户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脱贫致富。D 县主

要负责人在访谈中表示：

　　由于 D 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对于小额信贷不理解，也不敢使用、也不会使用。针对这个问题，我

们采取了“贷牛还牛”的政策。我们引进龙头企业，每户将自己小额信贷的 5 万元投入到企业中，由龙头企

业按照 8% 的利息给农户分红，一年每户贫困户可分得 4000 元的收益金。但这有一些问题，农户收到每年分

红的 4000 元钱，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花完了，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农户依旧贫困。针对这一问

题，我们将这 4000 元钱买牛犊给农户养，并且牛与鸡、猪、羊等动物相比，农户不会轻易杀掉自用。……

现在一头肉牛，年底可卖到 2 万到 3 万元。（D 县县委书记 CJY-访谈 201104）

农户参加“贷牛还牛”模式的具体途径有自养自营和联养联营两种方式。①其中，自养自营是主要方

式。农户在建有标准牛羊舍、具备充足饲草料等养殖条件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小额扶贫贷款、奖补资金等

扶持贫困户养殖牛羊，贫困户“免费”从养殖龙头企业“贷牛（羊）”，牛羊养大后企业按不低于市场价

回购，贫困户还牛（羊）后再贷。联养联营是次要方式，分两种类别。一是政府奖补资金直接给贫困户，

贫困户以此作为发展本金购买牛犊或羊羔，由贫困户以合作社、集中养殖场等方式联合发展，联建牛

 （羊）舍、饲草料、防疫等费用由农户自行筹资解决。两户及以上就可以自发联合起来建设牛（羊）栏、

共同养殖，再由专人负责或轮流看护来统一饲养和管理，成品牛（羊）出栏后的利润由贫困户分成。这是

一种农户之间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生产方式。二是贫困户以奖补资金作为发展本金购买牛犊，以乡镇为

单位租用中心示范场或县级养殖基地养殖，由贫困户轮流管养或由专业人员承包经营。贫困户轮流管养的

饲料由贫困户自行筹资采购，水、电、场地、防疫等养殖成本在成品牛羊出栏后，按标准支付给中心牛

 （羊）场或养殖基地管理者，利润则由贫困户分成。如果是由专业人员或企业承包经营的，贫困户要与承

包人签订相关协议，养殖饲料、水、电、场地、防疫等养殖成本均由承包人负责，养殖周期满后，不论重

量大小，承包人按既定标准（比如每头牛 1500 元）将承包费支付给贫困户，承包经营期限到期后再如数退

还贫困户的发展本金。

 “贷牛还牛”产业对贫困户的脱贫和该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D 县瑶山牛存栏从

2016 年 8 万头，增长到 2020 年底达 16 万余头，澳寒羊则从零起步发展到 10 万只。该县的优质肉牛肉羊

现代农业产业园被评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贷牛还牛”扶贫产业成为全国产业扶贫典型范例进行推

广，当地的澳寒羊肉被列入首批《全国扶贫产品目录》。参与贷牛（羊）还牛（羊）扶贫产业的农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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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联建联营”既是农户参与“贷牛还牛”的一种养殖模式，也是“政府扶企业、企业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联建”指

企业投入资金建设繁育基地、育肥基地、饲料生产车间、屠宰分割车间和其他配套设施，农户投入资金购买牛羊犊进行养殖；“联营”指

企业承担繁育养殖、疾病防治、屠宰加工、市场营销等服务，政府委派财务人员进驻企业代表农户参与经营监管，监督企业每年保底分成

给农户。在建设基地过程中，一些村集体以固定资产入股，村集体每年还可获得总投资 6%−8% 的“固定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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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贫困户从中受益更是十分明显。以该县地苏镇贫困户 SJK 为例。40 多岁的户

主 SJK 一家有 6 口人。他和妻子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上有 80 多岁的父亲，下有分别念小学、初中和高

中的三个孩子。SJK 家在 2015 年被认定为贫困户，于 2017 年脱贫。从 2016 年开始，SJK 开始参与“贷牛

还牛”扶贫产业项目，家庭经济状况逐年显著改善。这从 SJK 家近 5 年养殖的牛的数量增长中便可看出：

2016 年，养殖牛犊 3 头，其中贷牛还牛 1 头，自购 2 头；2017 年，养殖 4 头牛，其中贷牛还牛 1 头，寄

养 1 头，自购 2 头；2018 年，养殖 10 头牛，其中政府贷牛还牛 1 头，奖补 1 头，代养 5 头，寄养 1 头，

自购 2 头；2019 年，养殖 20 头牛，其中贷牛还牛 1 头，政府奖补 1 头，代养 15 头，寄养 2 头，自繁生下

牛犊 1 头；2020 年，养殖 26 头牛，其中自养 12 头（母牛 4 头），代养 10 头，自繁生下牛犊 4 头。在此

类成功案例的示范之下，当地一些原本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也开始返乡从事牛羊的饲养。 

 （二）产业扶贫中的引领型融合治理：实践过程与运作逻辑
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充分发挥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

势，特别是基于贫困治理实践的不断探索创新。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得以展现的重要平台，其创

新能力成长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D 县“贷牛还牛”产业扶贫的案例是引

领型融合治理在基层脱贫攻坚中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生动体现。基于对该案例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治理

模式在实践中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在治理的实践中起到龙头作用，充当轴心

角色；其二，在治理的具体行动、策略和技术上，通过“政治”和“行政”的融合以及国家与市场、社会

的融合来促进治理目标的实现；其三，治理主体是多元的，包括企业、金融、专业技术人员等诸多社会力

量以及被治理对象贫困户普遍参与其中。

尽管“政治”与“行政”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不同途径，但执政党根据国家治理战略性、系

统性与协同性的实际需求，在二者之间灵活切换，以聚合和发挥制度优势，促成治理绩效最大化。①引领

型融合治理高度整合了“政治”和“行政”的双重维度。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起到领导和掌握治

理权力的中枢作用，政府的“行政”则扮演着落实和执行党组织对治理的要求和意志的角色。D 县启动实

施贷牛还牛产业时便提出，到 2019 年底全县要实现户均饲养 1 头瑶山牛的目标。为此，D 县党委和政府

在 2017 年成立扶贫产业贷牛还牛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在组织机制上实施一把手负责制，提出“实行一把手

责任制，签订目标责任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县乡领导

要以身作则，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瑶山牛产业发展工作。”②同时，将贷牛还牛产业发展纳入年度绩效考

评范围，对各乡镇及有关县直部门和各村挂钩单位、各户挂钩人员进行考评。2018 年，D 县再次专门下文

扩大了参与范围，明确本县辖区内农户均可申请参加“贷牛（羊）还牛（羊）”产业，提出了更详细的扶

持方式，并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当地牛羊产业的发展。③2019 年，D 县提升了组织机构的规

格，由县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就进一步完善牛羊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技

术支撑、资金投入、扶持办法、饲养模式、交易市场建设等作出了更周密的制度安排。④2020 年，则成立

了由县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来完善“贷牛（羊）还牛（羊）”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⑤，目

的是加强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提高利益联结的组织化程度。

总的来看，D 县党委和政府作为县域层面的引领型治理主体，主要在五个方面起到作用；其一是设立

服务产业的专门组织机构，成立“贷牛还牛”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和牛羊产业服务中心；其二是制定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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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浦劬、汤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

②参见中共 D 县委员会办公室、D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D 县扶贫产业贷牛还牛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D 办发〔2017〕23 号）。

③参见 D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县 2018 年贷牛（羊）还牛（羊）扶贫产业实施方案的通知》（D 政发〔2018〕24 号）。

④参见中共 D 县委员会办公室、D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D 县肉牛肉羊提质增效三年攻坚实施方案〉的通知》（D 办发〔2019〕1 号）。

⑤参见 D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D 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推进“贷牛（羊）还牛（羊）”扶贫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D 政发〔202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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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实施方案，同时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大力发展当地的“粮改饲”①，既增加群众收入，又解决肉牛

养殖产业快速发展面临饲料不足的问题；其三是通过优惠的招商政策引入市场主体，比如引进农业龙头企

业入驻 D 县，建设 4 个万头种牛繁育基地，保障了充足的种牛供应；其四是资金扶持，筹措产业发展资

金 3.5 亿元支持农户和企业，免去贫困户的投入成本，使其可以几乎“零门槛”参与养殖，同时也缓解了

企业发展资金难的问题；其五是技术支持，D 县政府聘请广西大学和广西农科院专家作为养殖基地的长期

技术指导员，引进“微生物+”等先进技术、理念和管理方法以实现生态养殖繁育。

在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除了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以外，经济组织也成为了重要力量。

在 D 县扶贫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同样是举足轻重的治理主体之一。龙头企业对发放给贫困户的牛

 （羊）犊“进出销”全程包揽。在“进”的渠道上，龙头企业从外地引进优良品种，待适应本地环境后植入可

追溯芯片，及时发放给贷牛（羊）贫困户饲养并提供日常技术指导及防病治病服务。在“出”的渠道上，一

方面龙头企业按市场定价从贫困户手中回购达到出栏标准的成品牛（羊）；另一方面，作为扶贫产业链的

重要配套设施，D 县还建有大型肉牛肉羊屠宰深加工厂，年可屠宰肉牛 10 万头、肉羊 30 万头，年产出牛肉

3 万吨、羊肉 1 万吨以上。在“销”的渠道上，D 县建成了西南冷链仓储物流中心，尤其是在肉类的年产业

方面实现了冷链物流的“供、储、展、运、销、配”。按照当地企业家的说法是“牛在 D 县养，肉在全国卖”。

农业企业究竟能否在助农扶贫中真正起到作用，紧密的政企互动和合作关系是重要的前提条件。D 县

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无疑也是当地牛羊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某龙头企业园区悬挂的宣传横幅

 “用牛劲 谋牛事 持续推进贷牛还牛扶贫产业 全面建成中国南方牛都和现代农业产业园”，实际上表明了

政府和企业共同的意志和愿景。基层党委和政府对龙头企业扶持和奖励企业的举措很多，主要包括帮助企

业享受到国家和地方的有关帮扶政策、帮助企业协调建设用地的征收、产业发展的动员和实施等，帮助企

业协调与村民合作社合作经营、参与社会帮扶等活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产发展中遇到的矛盾纠纷、治

安维稳及其他困难和问题。为鼓励龙头企业积极面向农户发放牛犊，D 县政府还对每发放 1 万头牛犊的龙

头企业奖励 500 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主体在提供进入产业的启动资本和参与产业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保险保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一方

面，建档立卡贫困户可获得 5 万元（含）以下 3 年期（含）以内、免担保免抵押、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放

贷、财政全额贴息的扶贫小额信贷；另一方面，人保财险公司与饲养牛羊的农户签署保险协议，县政府整

合资金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贷牛（羊）还牛（羊）扶贫产业领取的牛羊购买养殖保费，其中牛是

400 元每头、羊是 50 至 75 元每头。如果牛羊出现符合保险责任范围的意外死亡，农户经理赔后可获得保

险赔偿（牛为 8000 元/头、本地山羊为 1000 元/只、澳寒羊为 1200 元/只、基础母羊为 1500 元/只），也可

以免费再领牛羊犊。

因为发展扶贫产业是以农户为中心的，因此政府与农户的关系尤为密切。除了实施“粮改饲”工程以

解决农户饲养牛羊出现的优质牧草紧缺问题，D 县政府还在一些乡镇探索创立了集“牧草种植、牧草收

购、加工、存贮、销售”为一体的“牧草银行”，将牧草变成一种流通产品。农户通过存储牧草，可以在

 “牧草银行”存草取草、存草取钱、存钱取草、贷草还草、贷草还钱，在解决剩余牧草的储存和销售问题

的同时，还可以把多余的青贮料对外销售。这一创新举措不仅保障了农户有草饲养，更是促进了产业发

展，增加了农户收入。

D 县推动当地贷牛还牛扶贫产业的上述系列举措打造了一种典型的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贷牛还牛扶

缔造引领型融合治理：脱贫攻坚的治理创新

 

①D 县的生态环境脆弱，洼地、坡地、山地占耕地面积比重大。这些地块因易涝、土壤流失严重和产出率低被闲置丢荒，而低洼地在每年汛

期则容易出现内涝，农作物极易受水泡而减产甚至绝收，因此大量低洼易内涝地被闲置撂荒。“粮改饲”是指洼地种植高秆玉米、坡地种

植牧草、山地种植构树的立体种植模式，可以提升种植收益、草食家畜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融合发展。脱贫攻坚期

间，D 县探索将石漠化综合治理与粮改饲、扶贫开发相结合，根据各乡镇地形、土壤等条件特点，对不同地形实施不同品种粮改饲种植。

在保证粮食用地的前提下，D 县将低洼内涝地改造为牧草地，引导发动农户错开季节在低洼内涝地种植高杆品种玉米，在 6 月份雨季来临

前，连棒带杆收割作为青贮饲料，汛期过后的 8 月再种植第二季粮改饲。同时，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对县内符合补助标准要求的种植大户

按每亩 100 元给予补助，减轻大户种植投入压力。根据牛羊养殖对青贮饲草料的需求，D 县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种植、机械化种收等方式

积极推进“粮改饲”。至 2020 年 11 月，D 县建成“粮改饲”县级万亩示范基地 2 个、乡级千亩示范片 18 个，总面积 6.2 万亩，实现了生

态修复和扶贫产业共同推进，也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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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产业的多元行动者建构了一个以党政权力为核心的多主体共同治理体系，并通过制度体系的创新强化了

政策执行体系、投入体系和责任体系。企业、金融和农户等都参与到产业发展过程中，诸多主体的相互配

合和协作充分发挥出了引领型融合治理的优势。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形成的市场体制是一种“引领型市场体

制”，即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其中，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主动改变体制机制、积极扩大职能和服务范畴，与其

他行动者形成了紧密合作的关系。①引领型融合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具备发展型政府的典型特征，即具有持

续的发展意愿、凝聚力极强的经济行政机构、良好的政商合作关系以及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②因此，这

种治理模式和市场体制不仅在扶贫产业领域起到作用，而且对其他农业产业的发展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

贫困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则让国家能够最大限度整合政治、

行政和社会资源，以治理权力集中、治理主体多元的治理模式解决大范围、集中式的贫困问题。面对分散

化、个体化、差异化的贫困人口，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有利于形成分散决策的机制和互相补充的

机制，即通过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主体的积极培育、市场环境的营造、贫困群体的广泛动员，实现

从大水漫灌式“输血”到精准滴灌式“造血”的新治理格局的转型。面对复杂多面且任务艰巨的脱贫攻

坚，D 县牛羊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通过党组织和政府撬动了各种资源和各类主体，形成

了政府、企业、金融力量与贫困人口之间密切关联、有效互动和路径创新的治理网络，进而发展出一系列

有效治理的举措、技术和策略。D 县扶贫产业的制度设计还蕴含了培育和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以实现自主

脱贫、长效稳定脱贫的关键机制。比如，通过金融扶贫的创新模式改变了农民不敢贷款的保守文化心理，

这一过程事实上也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经济观念。D 县案例表明，引领型融合治理充

分激活了劳动力、技术、资本和金融等市场要素活力，建构了产业培育、增收保障、利益联结等重要机

制，从而大幅提升了贫困治理效能。 

五、小结与讨论

当代中国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实践为检验和发展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提供了难得的机缘。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加快塑造了中国特有的党委、政府、社会力量多元合作治理结构的历史进程，需要深入探讨这种

治理结构得以有效衔接的制度条件和相应的组织机制。③从实践过程来看，脱贫攻坚之所以能够显著提升

贫困治理效能，其中的关键是针对贫困的治理模式创新真正激发了国家制度的优势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活

力。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在制度条件上创设了以政权的组织权力为中心的多治理主体参与路径 ，在组织机

制上则通过制度政策和具体策略整合了市场的对称交换逻辑和社会的互惠团结机制。就此而言，引领型融

合治理既非完全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控制，亦非自下而上的自主治理，还非无权威中心的协商合作，而是融

合了以往诸多治理模式中的若干有用元素。无论是在脱贫攻坚战略还是新冠疫情防控战役之中，我们都体

验到了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的充分施展和治理效能。本文在理论上说明了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模式作为新

治理理论的一种新范畴，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上既有别于传统的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理论，也与近年来

盛行于西方学界的新治理理论相异。本文的案例分析呈现了引领型融合治理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起作用的问

题。D 县扶贫产业的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在以党和政府为引领的前提下，形成的一套有效治理的制度和策

略创设了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贫困治理共同体−通过挖掘和利用本地的资源要素、吸引外地资

本要素，调动当地的劳动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为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了本地就业创业机会，并显著

增强了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脱贫攻坚的治理语境中，国家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终极目标和价值旨归。为实现这样的

目标，脱贫攻坚所采取的治理模式是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而这从本质上而言是贫困治理的体制机制创

新。党组织和政府的权力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参与、诸多制度政策和各类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多元主

体之间密切互动所建构的贫困治理体系，融合了政治和行政，并充分发挥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各自优势

和潜力。就此而言，引领型融合治理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也扩展了国家的政治和制度能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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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理论自信。

回顾八年的脱贫攻坚实践不难发现，脱贫攻坚的引领型融合治理激活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若干优

势，各地探索创新的“党委政府−市场主体−贫困人口”合作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将政权力量、市

场力量、社会力量有效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构成了国家贫困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效能保障的基础。当然也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引领型融合治理并非一种可脱离具体制度和社会情景、放之四海而皆普遍适用的“最

佳模式”。选择引领型融合治理也并不在于其完美，而在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既定制度结构和社

会文化背景约束下缺乏其他更好的选择。由于国家的政体形式约束了具体治理模式的形成环境，能确定并

强制执行特定形式的治理机制，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贫困治理的引领型融合治理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是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决定的。引领型融合治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专项治理的通用

模式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党组织和政府的引领机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常态化机制并应用

到其他治理领域，仍值得深入讨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基于产业兴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构成了乡村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基础性前提条件。

而本文案例中这种产业发展的实践则体现出中国基层社会在传统的“计划”与“市场”模式之外寻求农村

产业兴旺、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的创新潜力。经济领域的引领型融合治理可能意味着一种极具中国特色

的“引领型融合经济”对非此即彼的二元经济模式的超越。正如杨典所言，在我国很多行业、很多地区特

别是基层，市场秩序建构的“混合模式”可能比“国家模式”和“公司模式”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和更强

大的生命力。①应该说，在借鉴市场制度的某些优势的基础上对超越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本

身就始终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引领型融合经济”作为改革以来的一

种探索创新，或许正是新阶段乡村振兴进行“更好的选择”的一个颇具前景的方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贫困治理效能关系研究”（20ASH001）、华

中师范大学“自由探索·建党 100 周年研究专项”（CCNU21A060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牧 秋  见习编辑：朱 颖）

Creating Leading-edge Integrated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Innov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FU Ping

Abstract:   China’ s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e  mod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governance  theories  is  still  obscu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ompared  with  bureaucratic  governance,

market  governance,  and the  new governance  theory  currently  prevailing  in  Western  societies,  leading-edge

integrated  governance  as  a  new  category  of  the  new  governance  theory  is  mostly  based  on  the  new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and  fills  up  the  logical  deficiency  of  present  governance

theories.  The key  of  China’s  succes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lies  in  the  creation of  a  leading-edge integrated

governance  model  with  innovations  in  governance  system  and  mechanis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single-centered governance power and multiple governance entities. Finally, the practice of

an  indust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  county  in  southwestern  China  is  taken  as  a  case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the  leading-edge  integrated  governance  theory.  Leading-edge  integrated

governance  integrates  some  useful  elements  from  various  governance  models,  invigorates  the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s of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and expands th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state while enhancing the state’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new  governance  theory,  leading-edge  integrated  governance,  indust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缔造引领型融合治理：脱贫攻坚的治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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